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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气 CO2 浓度升高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可直接或间接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氮循环。阐明稻田生态系统 CH4 和

N2O 排放对大气 CO2 浓度升高的响应及其机制，是农业生产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综述了国内外不同大气 CO2

浓度升高模拟技术平台条件下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的响应规律，进一步讨论分析了大气 CO2 浓度升高影响 CH4 和 N2O 排放的相关

机制，并展望了今后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对大气 CO2 浓度升高响应的主要研究方向，以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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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of CH4 and N2O Emissions to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from Rice 
Fields: A Review 
YU Haiyang1, 2, ZHANG Guangbin1, MA Jing1, XU Hua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which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s carbon (C) and nitrogen (N) biogeochemical cycles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elevated CO2 concentration on CH4 and N2O emissions from rice fields, for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gricultural systems to mitigate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erefore, this review focused on the mechanisms of CH4 and N2O 

emissions from rice fields in response to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under various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discussed and prospected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on CH4 and N2O emissions from rice fields. The 

review would provid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responding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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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 和 N2O 是大气重要的温室气体，对全球气

候变化具有深刻影响。稻田是 CH4 和 N2O 的重要人

为排放源[1]，约占全球农业生产活动 CH4 和 N2O 排

放总量的 15%[2]和 11%[3]。大气 CO2 浓度升高是全球

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1]。自 20 世纪末，大气 CO2

浓度升高影响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备受国际密

切关注[4-6]。 

探究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

影响多以 CH4 为研究对象。前人通过整合分析

(meta-analysis)发现：大气 CO2 浓度升高显著增加稻

田CH4排放 43%(24% ~ 72%)[7]和 34%(4% ~ 118%)[8]，

其原因可能是大气 CO2 浓度升高可促进水稻植株生

长，导致根系分泌物增加，产 CH4 底物增加，从而

促进稻田 CH4 排放[6, 9-18]。也有研究发现，大气 CO2

浓度升高促进水稻生长的同时也可能促进 O2 通过植

株向下传输，从而促进稻田土壤 CH4 氧化，降低稻

田 CH4 排放[5]。有关大气 CO2 浓度升高影响稻田 N2O 

排放的研究较少[10, 12, 14, 19-21]，主要原因可能是稻田处

于长期淹水状态，即使其间有中期烤田和间歇灌溉等

农业措施，其排放量也很少，相对于 CH4 对综合温

室效应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的研究表明，大

气 CO2 浓度升高增加稻田 N2O 排放量约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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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0, 14, 19]；而有的研究却发现，大气 CO2 浓度升

高对稻田 N2O 排放并无明显影响[12, 20, 21]。 

可见，受限于复杂的土壤环境及多样的农艺措施

等因素，相应的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规律和机制尚

不统一。因此，系统阐明大气 CO2 浓度升高条件下

稻田温室气体排放规律以及相关机制是水稻种植应

对气候变化亟需解决的任务之一。 

1  研究方法 

当前模拟未来气候的技术平台主要有开顶式气

室(open-top chambers，OTCs)、土壤–植物–大气研究

箱(soil-plant-atmosphere research chambers，SPAR)、

温度梯度室(temperature-gradient chambers，TGCs)、

人工气候室(climatron 或 growth chambers)和开放式

CO2 浓度升高平台(free air carbon-dioxide enrichment，

FACE)等。利用这些平台开展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稻

田 CH4和 N2O 排放影响的研究主要分布在日本、中国、

韩国、菲律宾、印度、美国以及葡萄牙等国家[4-6, 9-32]。 

1.1  开顶式气室 

稻田气候变化模拟试验研究主要采用开顶式

气室(OTCs)，这是一种具有较好控制效果的模拟平

台[33]。最早研究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 OTCs 位于菲

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6]。OTCs 系统通常将 CO2 和温

度控制在所需设定值(误差小于 10%)，并安排 3 ~ 5

个固定处理[10, 14, 19]，即：①无室对照 UC(开放体系，

实际 CO2 浓度和空气温度)；②室内对照 CC(保持实

际 CO2 浓度和空气温度)；③室内升高 CO2 浓度处理

EC(提高空气 CO2 浓度，保持实际空气温度)；④室内

升高温度处理 ET(保持实际 CO2 浓度，提高空气温

度)；⑤室内同时升高 CO2 浓度和温度处理 ETEC(同

时提高 CO2 浓度和空气温度)。利用 OTCs 观测印度

持续淹水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的结果表明，与正常

大气 CO2 浓度相比，大气 CO2 浓度升高分别增加 CH4

和 N2O 排放 26% 和 25%[10]。而葡萄牙的 OTCs 试验

却表明，在温度升高 2℃条件下，大气 CO2 浓度升高

并未显著影响间歇灌溉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量[19]。

但是中国双季稻 OTCs 试验表明，大气 CO2 浓度升高

可分别增加间歇灌溉稻田 CH4和 N2O 的排放量 20% ~ 

53% 和 102% ~ 140%；温度升高条件下，大气 CO2

浓度升高可进一步增加稻田 CH4 排放，但对 N2O 排

放有抵消作用[14]。 

1.2  土壤–植物–大气研究箱 

土壤–植物–大气研究箱(SPAR)是控制环境变量

的研究设施平台之一，其主要优势在于可将大田试验

中出现的许多协同的多因素影响最小化，可严格控制

环境变量，多用于植物生长对多种环境因素的响应，

通常比大田试验更方便和经济[34]。SPAR 平台能够精

确控制影响作物生长过程的主要环境变量，包括温

度、湿度和大气 CO2 浓度等，曾被认为是研究作物

冠层光合、呼吸、蒸腾等气体交换最现实的方法[35]。

然而，依托 SPAR 平台研究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

较少[9]。研究发现，大气 CO2 浓度升高可显著增加稻

田稻季 CH4 总排放量 53% ~ 118%，温度与大气 CO2

浓度同时升高对稻田 CH4 排放具有协同作用[9]。另

外，基于 SPAR 平台的稻田 N2O 排放研究未见报道。 

1.3  温度梯度室 

可升高 CO2 浓度的温度梯度室(TGCs)试验始于

日本[36-37]。这种 TGCs 一般分为正常的 CO2 浓度和升

高的 CO2 浓度两个气室，其构造和运行成本相对便

宜，气候条件类似于野外大田，可密切跟踪室外温度、

太阳辐射和湿度的日变化及季节变化，并能够重复观

测整个生育期内作物的响应[36]。这种特性在解释作

物对大气 CO2 浓度升高的响应方面简单有效。利用

TGCs 平台的研究表明，大气 CO2 浓度加倍升高可显

著降低稻田 CH4 排放量，降幅达 10 倍 ~ 45 倍，其

原因可能是大气 CO2 浓度升高增加了根系生物量，

促使更多的 O2 向根际传输，从而抑制 CH4 产生[5]。

当然，该稻田极低的土壤有机碳含量(<1%)也可能对

CH4 产生造成影响。而韩国的 TGCs 试验发现，大气

CO2 浓度升高能够显著增加稻田 CH4 排放量 17%；在

温度升高情况下，大气 CO2 浓度升高显著增加稻田

CH4 排放 18%[17]。这表明大气 CO2 浓度升高可能对

稻田 CH4排放产生不同的反馈作用。然而，利用 TGCs

平台对稻田 N2O 排放的研究目前未见报道。 

1.4  人工气候室 

人工气候室(climatron 或 growth chambers)，也

称为受控环境室(controlled-environment chambers)。

这种生长箱成本较低，可严格控制 CO2 浓度、湿度

和温度等环境因素，但是相对密闭，模拟正常大气环

境能力较差。早期的 Climatron 用于研究大气 CO2 浓

度升高对水稻生长的影响[11]。而利用 Climatron 技术

开展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试验始于 1994 年[4]。研究表明，大气 CO2 浓度升高

能够促进稻田 CH4 排放，增幅为 4% ~ 58%[11-13, 24]。

利用 Growth chambers 开展的最新研究发现，无秸秆

还田条件下，大气 CO2 浓度升高显著增加稻田 CH4

排放 24% ~ 117%；而秸秆还田条件下，大气 CO2 浓

度升高可降低稻田 CH4 排放 3% ~ 15%[38]。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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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还田条件下，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稻田 CH4 排

放的促进效应低于预期值，实践中可通过创新农业管

理措施减少未来气候条件下稻田 CH4 排放。利用

Climatron 平台的研究发现，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持

续淹水稻田 N2O 排放无显著影响[12]。 

1.5  开放式 CO2 浓度升高平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有关学者开始利用近地表面

增加 CO2 浓度的研究平台(FACE 平台)来模拟未来大

气 CO2 浓度升高的微生态环境[39]。FACE 平台是一个

开放式体系，相对于其他研究手段，可真实反映作物

对大气 CO2 浓度升高的响应情况。FACE 系统根据作

物冠层的实际 CO2 浓度，由控制系统调节 FACE 圈

内的 CO2 浓度，具有较高的精度[40]，被公认为是目

前研究作物对 CO2 浓度升高响应的最佳平台[39]。利

用 FACE 平台研究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稻田温室气

体排放的响应，以日本和中国的大型稻田 FACE 平台

尤为突出。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江都稻田 FACE 平

台是全球连续运行最长的水稻 FACE 平台。依托

FACE 平台，研究未来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稻田温室

气体排放的影响已有大量文献报道[15, 16, 18, 21-32]。其结

果与其他平台的结果基本一致：大气 CO2 浓度升高

显著增加稻田 CH4 排放，但对于稻田 N2O 排放则促

进效果不显著[7, 8, 20, 41]。当然，大部分 FACE 平台同

时具有增温系统(也称 T-FACE 平台)[15, 20, 27, 42]，其结

果也同样表明，温度和大气 CO2 浓度同时升高(T+C)

促进稻田 CH4 排放，而对稻田 N2O 排放并无显著影

响。然而，这些研究试验基本开展于平台建立后的 5

年之内，CO2 熏气年限较短。运行 10 年的 FACE 平

台结果[29]表明，对比正常大气 CO2 浓度，大气 CO2

浓度升高增加稻田 CH4 排放 26%，但差异并未达到

显著水平。以上分析表明，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稻

田 CH4 排放的促进作用可能随着高 CO2 浓度熏气年

限的增加而减弱，相应机理值得深入研究。 

不同大气 CO2 浓度升高平台对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的影响存在着一定差异，为此本文整理分析了全

球观测数据。从图 1 可见，研究大气 CO2 浓度升高

对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较多的平台是 OTCs、

Climatron 和 FACE 平台。对于稻田 CH4 排放对大气

CO2 浓度升高的响应，OTCs、Climatron 和 FACE 平

台模拟效果相近，而 SPAR 和 TGCs 的模拟效果低

于平均水平。通过估算的全球稻田 CH4 排放总量

(30 Tg/a)[2]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公布的全

球稻田总面积(16 429 万 hm2)[43]可计算出每年全球稻

田平均 CH4 排放量约为(183 ± 37) kg/hm2，这与

OTCs、Climatron 和 FACE 平台的对照处理(正常大气

CO2 浓度处理)平均 CH4 排放量(155 ± 15)、(210 ± 33)

和(207 ± 22 )kg/hm2 相当(图 1A)。利用所有平台观测

的正常大气 CO2 浓度处理和大气 CO2 浓度升高处理

的平均稻田 CH4 排放量(分别为(195 ± 15)和(236 ± 

15)kg/hm2)，可估算当未来大气 CO2 浓度平均升高

200 μmol/mol 时，全球稻田 CH4 排放可能增加约(7 ± 

1)Tg/a。对于 N2O 排放，各平台模拟效果差别较大。

其中，OTCs 平台条件下，大气 CO2 浓度升高促进

N2O 排放 71%，FACE 平台却只有 17%，而 Climatron

平台却减少 N2O 排放 1%(图 1B)。FACE 平台对照处理

的平均稻田 N2O 排放系数 EFs(N-rate-dependent effect 

factors)约为 0.56%，与前人估算的排放系数(0.46% ~ 

0.54%)[44]很接近，因此其模拟效果最佳(图 1B)。 

 

图 1  各平台平均稻田 CH4(A)和 N2O(B)排放量 
Fig. 1  Average emissions of (a) CH4 and (b) N2O from rice fields under various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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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机制 

2.1  CH4 排放 

影响稻田 CH4 排放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气候

因素(CO2 浓度、温度、降水、湿度)、作物因素(品种、

根系活力、通气作用)、土壤特性(水分、O2、Eh、pH、

质地、有机质、矿物质营养)以及田间管理(水肥管理、

作物品种、耕作方式、土地利用转换)等[45-50]。大气

CO2 浓度升高可促进水稻光合生长，改变土壤理化性

质，进而影响稻田微环境，直接或间接影响稻田 CH4

排放。大气 CO2 浓度升高增加稻田 CH4 排放的可能

机制主要包括 3 个方面：①水稻根际分泌物增多，产

CH4 底物增加，产甲烷菌丰度增加，进而促进 CH4

产生；②稻田土壤甲烷氧化菌丰度减少，CH4 氧化能

力减弱；③水稻分蘖数增加，CH4 传输能力增强[45]。

也有研究发现，大气 CO2 浓度升高并未显著增加稻

田 CH4 排放，其原因可能是大气 CO2 浓度升高并未

增加产甲烷菌群落丰度；然而，当温度和大气 CO2

浓度同时升高时，稻田 CH4 排放显著增加，这说明

其他环境因素可与大气 CO2 浓度升高交互影响稻田

CH4 排放[29]。另外，大气 CO2 浓度升高可能减少稻

田 CH4 排放，主要由于大气 CO2 浓度升高促进水稻

植株生长、根系发育，促进 O2 通过水稻植株向根部

运输，增加稻田土壤 CH4 氧化能力[5]。综上，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稻田 CH4 排放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 

2.1.1  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    稻田 CH4 产生和

氧化过程与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数量及活性密

切相关[51]。大气 CO2 浓度升高增加稻田 CH4 排放的

原因之一可能是增加了稻田土壤产甲烷菌的群落丰

度，进而提高了 CH4 产生潜力[52]。中国常熟 FACE

平台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对比正常 CO2 浓度条件，

大气 CO2 浓度升高可增加稻田土壤产甲烷菌的群落

丰度 17% ~ 77%，并且产甲烷菌的群落丰度与 CH4

排放通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然而，在温度升高 1.5 ~ 

2 ℃条件下，大气 CO2 浓度升高并未显著增加水稻

根际土壤产甲烷菌的群落丰度。另外，大气 CO2 浓

度升高增加稻田 CH4 排放可能与降低甲烷氧化菌的

群落丰度有关[15]。日本 Tsukuba FACE 平台研究结果

发现，大气 CO2 浓度升高条件下，产甲烷功能基因

mcrA(甲基辅酶 M 还原酶)含量提高，而甲烷氧化功

能基因 pmoA(甲烷单加氧酶)含量下降，这表明大气

CO2 浓度升高促进 CH4 产生的同时能够抑制 CH4 氧

化，从而影响稻田碳循环[25, 53]。但是，也有研究指

出，整个水稻生长季，大气 CO2 浓度升高并未减少

稻田 CH4 氧化潜力和甲烷氧化菌的群落丰度；并且，

在温度升高 2℃条件下，大气 CO2 浓度升高会显著增

加 CH4 氧化潜力[26]。 

稻田 CH4 产生有两条途径：乙酸型和 H2/CO2

型[54]。若按产甲烷途径划分产甲烷菌属，则乙酸型的

产甲烷菌属主要有甲烷八叠球菌属(Methanosarcina)

和甲烷鬃菌属(Methanosaeta)，而 H2/CO2 型主要有甲

烷胞菌属(Methanocella)、甲烷规则菌属(Methanore-

gula)、甲烷杆菌属(Methanobacterium)和 Rice Cluster 

I in Methanocellaceae(简称：RC-I)。大气 CO2 浓度升

高可增加甲烷胞菌属和甲烷杆菌属的相对丰度，降低

甲烷鬃菌属和甲烷规则菌属的相对丰度，进而显著影

响产甲烷菌群落组成[15]。中国常熟 FACE 平台研究结

果表明，虽然大气 CO2 浓度升高在属水平上并未显

著影响稻田土壤产甲烷菌群落的多样性，但可导致乙

酸型甲烷菌相对丰度向 H2/CO2 型的转变[15, 26]。这说

明，目前稻田土壤乙酸型产甲烷菌占主导地位，但当

大气 CO2 浓度升高时，H2/CO2 型产甲烷菌可能会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52, 55]。 

淹水稻田一般为厌氧环境，根际和土水界面的好

氧区域决定了稻田甲烷氧化菌主要以 I型和 II型的好

氧甲烷氧化菌为主[56]。在好氧甲烷氧化菌的参与下，

约一半的稻田 CH4 在传输到大气之前被根际和土水

界面的好氧区域甲烷氧化菌氧化[57]。大气 CO2 浓度

升高条件下，稻田根际和土水界面甲烷氧化菌受水稻

品种及水稻生长期影响，但其组成和分布基本保持稳

定，并且甲基球菌属 Methylococcus(I 型)、甲基暖菌

属 Methylocaldum(I 型)以及甲基包囊菌属 Methylo-

cystis(II 型)是水稻根际主导菌属[26]。大气 CO2 浓度升

高往往伴随着大气温度升高，甲烷氧化菌对大气 CO2

浓度和温度升高有不同的反应，因此，需要进一步研

究大气 CO2 浓度和温度同时升高对稻田 CH4 排放的

长期交互作用[14]。此外，长期的产甲烷菌和甲烷氧

化菌群落丰度、群落组成及活性对大气 CO2 浓度和

温度升高的响应研究，有必要在 mRNA 水平上进一

步分析。 

2.1.2  根系分泌物与泌氧能力    水稻光合产物碳

是产甲烷菌代谢底物的重要来源，稻田排放的大部分

CH4(超过 60%)底物源自水稻的光合作用[58-59]。根系

分泌物可直接为产甲烷菌提供产 CH4 底物[60]。大气

CO2 浓度升高显著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61]，加快碳的

同化和迁移过程的同时，刺激水稻根系生长，从而进

一步导致根系分泌物增加。这可以促使参与产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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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际产甲烷菌群落丰度及活性提高，进而可能增加

稻田 CH4 排放[45]。对于水稻根的泌氧能力而言，尽

管大气 CO2 浓度升高促进植物生长的同时加快了 O2

的消耗，但也可能促进大气中更多的 O2 通过水稻植

株进入根际土壤，从而增加根系呼吸和 CH4 氧化[5]。

另外，稻田土壤中 O2 的有效性受诸多因素影响，如

土壤质地、光照能力、自养水生生物以及水稻品种等。

多种因素影响加大了根区 CH4 氧化的研究难度，导

致稻田 CH4 的氧化率可能被低估[62]。因此，亟需从

方法学上研究定量原位稻田 CH4 氧化的微生物机制。 

2.1.3   水稻分蘖数与通气组织    淹水稻田 CH4排

放多通过植株传输，水稻生长期内稻田 CH4 排放量

约有 60% ~ 90% 由水稻植株传输[63]。大气 CO2 浓度

升高影响水稻生长，可增加产量、水稻地下生物量以

及有效分蘖数等。OTCs 平台[6]和 FACE 平台[21]的研

究结果均表明：大气 CO2 浓度升高增加稻田 CH4 排

放量可能与大气 CO2 浓度升高增加水稻分蘖数，促

进 CH4 通过水稻植物传输有关。当然，不同水稻品种

的植株通气组织形态和数量不一，这与 CH4 输送能力

(methane transport capacity，MTC)有直接关系[64]。高

CH4 排放的水稻品种在形态、生理和解剖上的特征主

要有较大的叶面积、较多的分蘖数、较高的气孔开合

频率、较快的蒸腾速率以及较宽植株气腔直径等[65]。

因此，未来大气 CO2 浓度升高条件下，如何培育高

产低排的水稻品种值得深入研究。 

2.1.4  水稻品种    不同水稻品种植株类型、根系特

征及代谢特性等对大气 CO2 浓度升高响应不一，势

必导致稻田产 CH4 能力的差异。高产水稻可将光合

产物充分地分配到地下部，增大根系，增强根系对氮

的吸收、同化及转运能力，保证叶片中碳和氮代谢的

协调[66]。Meta 分析表明，与低生物量水稻品种相比，

高产水稻品种会显著减少 CH4 排放[67]。其原因主要

由于高产水稻品种根系生物量和根系空隙率较高，增

加了 O2 向根部的运输，促进 CH4 氧化[68]。另外，对

比粳稻，籼稻具有更强的分蘖能力，更利于 O2 向根

部的传输，促进 CH4 氧化[69]。大气 CO2 浓度升高是

否会进一步促进高产水稻的根系泌氧，达到增强氧

化、减少排放的效果目前尚不清楚。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大气 CO2 浓度升高能够促

进水稻品种武香粳 14 和 Akitakomachi 增产约 10% ~ 

15%，这类水稻品种被称为低应答水稻[70-72]。另外，

中国江都 FACE 平台连续 3 年试验发现，水稻品种汕

优 63 和两优培九的增产比率均高于 30%，此类水稻

品种被称为高应答水稻[66, 71]。目前有关大气 CO2 浓

度升高对稻田 CH4 排放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低应

答水稻品种上[24, 30, 32]，而关于高应答水稻品种的稻

田 CH4 排放对大气 CO2 浓度升高的响应规律及其与

低应答水稻品种差异机制的系统研究尚未见报道。未

来大气 CO2 浓度升高条件下，高应答水稻品种具有

较高的收获指数、较少的无效分蘖数以及较高的根际

泌氧能力等多项优点，兼具经济和环境双重效益[67]。

另外，研究大气 CO2 浓度升高在筛选水稻品种影响

环境效应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

稻米品质和粮食安全问题[73]。 

2.1.5  温度    大气 CO2 浓度升高一般伴随着温度

升高，因此研究稻田 CH4 排放对未来气候条件的响应

及其机制时，应考虑区分温度升高和大气 CO2 浓度升

高，同时也应将两者的协同作用作为综合处理[6, 9, 15, 29]。

温度是影响稻田 CH4 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影响

着稻田土壤水分的去向以及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

的活性从而影响稻田 CH4 的排放[59, 74-76]。以往研究

考察大气 CO2 浓度和温度升高对稻田 CH4 排放的影

响主要是指土壤温度[6, 29]。一般而言，稻田 CH4 排放

随土壤温度的升高呈指数型增长[77]，这可能加剧大

气 CO2 浓度升高对稻田 CH4 排放的促进作用。但实

际上，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导致的是气温升高。稻田

生态系统前期淹水时，稻田表面水对温度升高的缓冲

作用以及水稻植株  “封行”后对土壤的隔热降温作

用，可能导致土壤温度无明显变化[74]。因此，大气

CO2 浓度升高引起的空气温度升高对土壤 CH4 产生

并无直接作用。然而，气温上升加快呼吸作用和叶片

老化，导致更多光合产物转运到土壤中，为 CH4 产

生提供更多底物，间接影响 CH4 的排放[15, 78]。另外，

气温上升可能导致水稻植株叶片以及叶鞘气孔适当

关闭，从而抑制稻田 CH4 通过水稻植株的传输。综

上，关于大气 CO2 浓度升高与温度升高的综合效应

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2.2  N2O 排放 

硝化和反硝化过程是稻田 N2O 主要产生途径[79]。

涉及稻田 N2O 排放对大气 CO2浓度升高的响应及其机

制的研究并不多，利用的技术平台主要有OTCs[10, 14, 19]、

Climatron[12]和 FACE[20-21, 80]等。 

一般认为，大气 CO2 浓度升高增加稻田 N2O 排

放，其可能机制包括：①大气 CO2 浓度升高提高碳

的有效性，更多的碳源为硝化和反硝化作用提供了能

量，增加了净硝化作用以及反硝化作用潜势，从而增

加了稻田 N2O 排放[10, 81-83]；②大气 CO2 浓度升高，

导致温度升高，增加了硝化和反硝化菌的活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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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氮通过 N2O 形式损失[84]。 

稻田 N2O 排放受水肥影响，多集中于施肥后、

烤田阶段以及后期干湿交替。淹水时期，尽管有肥料

施入，但由于土壤处于还原性条件，N2O 产生和排放

很少，即便大气 CO2 浓度升高促进水稻植株生长，

N2O 产生和排放依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当稻

田处于中期烤田或后期干湿交替，水分条件适宜 N2O

产生和排放，此时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对 N2O 排放的

影响才可能表现出来[80, 85, 86]。另一方面，由于农业

灌溉水源愈发紧张，由此发展起来的节水灌溉措施可

能导致稻田 CH4 排放减少，但与此同时也极有可能

促进稻田 N2O 排放[87-89]。而大气 CO2 浓度升高导致

的气温上升可能会增加稻田水分的蒸发，进而加剧这

一现象。 

当然，大气 CO2 浓度升高能够促进植物生长，

提高植物的氮素利用率，促使土壤氮的残留量减少，

进而可能降低土壤 N2O 排放[90]。大气 CO2 浓度升高

可能增加定量施氮的稻田土壤 C/N 比，进而导致有

效氮向微生物氮转移，减少参与硝化和反硝化作用的

氮量[21]，进而减少稻田 N2O 排放。同时，温度和大

气 CO2 浓度同时升高的交互作用也可能存在抵消稻

田 N2O 排放的作用[14]，相关机制研究目前比较欠缺，

亟需进一步加深。 

4  研究展望 

1)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种植高

产水稻品种对提高粮食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显得

尤为重要。大气 CO2 浓度升高有助于筛选适合未来

气候条件的高产水稻品种。未来气候条件下，高产水

稻品种的种植也可能会改变现有的水肥管理模式。在

此背景下，稻田温室气体排放可能随之发生相应变

化。因此，未来气候条件下高产水稻品种的减排潜力

及调控机制值得探究。 

2)实际大气 CO2 浓度升高是一个缓慢过程，并非

骤增结果。以往研究发现，大气 CO2 浓度骤增高估

了模拟植物–土壤系统的微生物群落响应[91]。并且，

最新研究表明，FACE 平台高 CO2 浓度的试验环境与

未来高 CO2 的自然环境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试验

中 CO2 浓度的波动频率很高[92]。这表明，骤增的模

拟效果对植物–土壤系统的影响效果可能失真。另外，

不同的 CO2 浓度对水稻生长发育的影响程度不同，

可能对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因

此，有必要深入方法学研究，提高现有试验的模拟效

果。同时，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不同梯度的大气

CO2 浓度升高水平，即大气 CO2 浓度渐增，对稻田温

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及其机理。尽管已有极少关于不同

大气 CO2 浓度水平对稻田生态系统作物生长和产量

形成影响的研究报道[93-96]，但大气 CO2 浓度渐增对

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及其差异机制尚不清楚，有

待亟需解决。 

3)目前，关于稻田温室气体排放对大气 CO2 浓度

升高响应的研究年限较短，绝大部分低于 5 年。大气

CO2 浓度升高的短期效应会急剧促进与 CH4 和 N2O

排放相关的微生物生长，并可能进一步激发土壤本底

有机碳的转化，增加 CH4 和 N2O 产生和排放。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高浓度 CH4 会刺激甲烷氧化菌的生

长和活性，可能促使氧化能力逐渐增强，从而降低

CH4 排放。因此，长期(5 ~ 10 年以上)大气 CO2 浓度

升高对稻田 CH4 和 N2O 排放的影响很可能与其短期

效应存在一定差异。本课题组基于连续运行时间最长

的稻麦轮作 FACE 平台(2004—2018 年)，观测了大气

CO2 浓度升高 13 ~ 15 年后稻田的 CH4 和 N2O 排放通

量，发现大气 CO2 浓度升高明显降低 CH4 和 N2O 排

放量，并初步明确了其减排机理(未发表数据)。全球

范围内，不同稻田生态系统该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还

有待更多观测数据加以证实，这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

时期内的研究热点。 

4)近几年，再生稻在东南亚主要水稻生产国家得

到了快速发展，这为国际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97]。

“再生稻”是指头季水稻收割后，利用稻桩重新发苗、

长穗，再收一季[98]。适合蓄留再生稻的地区主要是

阳光和热量不够种植双季稻，但种植单季稻又有余的

地区。大气 CO2 浓度升高通常伴随温度升高，这将

导致热量资源增多，有利于扩大水稻潜在种植面积，

增加粮食总生产能力。这充分说明大气 CO2 浓度升

高不仅有助于提升水稻光合效率，有利于提高单

产，又可能扩大再生稻潜在种植面积，从而增加水

稻总产量。不难预见，未来大气 CO2 浓度升高条件

下，再生稻种植面积的可能进一步扩大，将对现有

稻田生态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巨大影响。因

此，探讨大气 CO2 浓度升高可能导致的稻田耕作制

度转变将是未来稻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又

一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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